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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主人翁”:新中国初期乡村普选
过程中的国家意识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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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梅

［摘 要］ 1953 年的普选是乡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寄托着新政权塑造乡村民众的“主人翁”形象和形成“人

民当家做主”观念的期待。与城市普选不同，乡村普选开展之初即与“新三反”相结合。在前期宣传准备阶段，由于时间紧

迫与干部缺乏，使此次宣传存在明显的临时性和突击性特征，以致在普选宣传之初，乡村民众就将选举法误读为“选干部

法”，进而产生了各自不同的认知。普选进行之时正值农忙，民众面临“普选”还是“生产”的冲突之际，普选工作队的行为调

整更是充分体现了“主人翁”形象构建过程中的国家主导特征。可见，此次普选并非是以培养乡村民众的民主与独立意识

为目的，而是借此构建并强化这种以新政权向心力为主要特征的国家意识。这种国家主导下的“当家做主”，与西方政治学

意义上的选举存在显著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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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新区土改基本结束后，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中共中央决定在 1953 年进行全国普选。
目前学界关于普选的研究，宏观层面主要从普选本身的政治传播、政治参与以及强化社会认同等角
度展开论述;①微观层面则探讨普选在基层都市社会的实际运行样态。② 检视既有研究成果，可以发
现一个显著的特征，即以城市为主要考察范围，对于广大乡村社会普选的运行情况则较少涉及。作
为乡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普选的目的并非简单地推动农民参加投票，而是寄托着新政权塑造

乡村民众的“主人翁”形象和形成“人民当家做主”观念的期待。张济顺通过对上海和北京普选的
比较研究，认为普选运动是中共以话语权力建构“国家主人翁”形象的重要契机，以此来激发都市底
层社会对党和国家的热忱与忠诚，进而巩固新政权在都市社会的政治基础。③ 该观点深刻阐释了普
选与重塑都市底层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但在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总体低下的广大乡村社会，在
土改后实施普选的实际运作情形则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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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关于此次普选运行过程的研究，参见熊秋良:《建国初期基层选举中的政治传播———以江苏省首次普选为例》，《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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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tions，”The China Quarterly，2014，Vol. 220，pp. 1071—1091.

参见 Zhang Jishun，“Creating‘Master of the Country’in Shanghai and Beijing: Discourse and the 1953—54 Local People’Con-
gress Elections，”The China Quarterly，2014，Vol. 220，pp. 1071—1091.



有学者指出，“中国革命是一组反差强烈的因素的产物:一方面是几乎不识字或很少识字、许多
人甚至连县城也没有去过的农民大众，另一方面则是由共产主义精英所倡导的宏大意识形态和改

造社会的巨大工程”，因此土改中的“诉苦”是实现两者思想对接的重要桥梁。① “诉苦”以及其后的
土地财产分配固然有助于农民国家观念的形成，但较之普选中的投票行为，后者更能实现“当家做
主”的获得感。新中国初期的此次普选实质上是新政权在乡村社会开展的一次国家意识构建工程。
与国家观念不同的是，国家意识体现了社会成员对于新政权高度认同与向心力的群体性认知，这种

认知主要通过参与基层政权的生成过程来塑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此次普选，恰为新政权构建农
民的国家意识提供了一次契机。普选过程中农民构建起来的国家意识，较之土改“诉苦”过程中形
成的国家观念更为深刻。② 有鉴于此，笔者拟运用当时公开(内部)发行的报刊以及基层档案为主体
资料，从“主人翁”形象塑造的角度分析乡村社会成员对普选的认知变化及其行为选择，进而探讨普
选过程中农民的国家意识构建，希冀对深化新中国首次普选研究有所发明。③

一 临时性与突击性:普选前期的“主人翁”形象宣传

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在于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政府及其主要工作人员。任何一
个革命政党在取得政权之后，都需要借助民主选举的形式建立代表民意的政府，实现政党意志的合

法化。对于中共来说，实施普选更是其兑现“人民翻身当家做主”承诺的重要举措。由于新中国成
立之初广大南方新解放区乡村政权尚不稳固，干部极为匮乏，中共中央决定暂时不通过普选来成立

各级政府，而是先通过组织农会开展土改，借此培养干部和改组基层权力结构。1952 年 10 月，土改
大体结束，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访问苏联，在与斯大林的会晤中，后者建议中共尽快实施普选产生

政府，他认为这种形式“比政治协商会议好”，可以避免外界“说你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刺刀上的，是
自封的”。因此，他建议新中国在 1954 年“搞选举和宪法”。④ 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和中国当时的实际
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尽快实施普选。

1953 年 1 月 13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正式通过决定，召开各级人代会，开始普
选。⑤ 根据规定，普选由各级选举委员会负责筹备与组织，除乡人代会代表为直接选举外，乡以上均
为间接选举。因此，乡一级选举是整个选举的基础，事关普选的成败。为了能够在 1954 年如期举
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乡级选举必须在 1953 年完成。为此，1953 年 4 月 3 日，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布
指示，要求乡镇一级的选举“必须于十月底以前完成”。⑥ 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普选需经过宣传、干部
训练、选区划分、选民登记、候选人提名和选民投票等诸多环节。从中共中央规定的时间节点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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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刘东主编《实践与记忆》，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第 338 页。
土地改革结束后，乡村社会成员因各自的“阶级成分”而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根据规定，“依法尚未改变成分的地主阶级

分子”“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者”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部分人在乡村成员中的
比例很小，故本文中的“乡村民众”不包括这类特殊群体;除少数乡一级脱产干部外，本文的“乡村干部”均为不脱产或者半脱产的
村、组干部，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与普通村民并无不同，故非特别说明，“乡村民众”亦包括了乡村干部在内。参见《中华人民共和
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1953 年 3 月 1 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
(1953 年)，法律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1 页。

本文论及的主要范围为南方新解放区兼及北方地区，普选出现的问题在南北方是具有普遍性的，因此，笔者在拟定标题时

并未刻意将“新区”一词置于其中。特此说明。
刘少奇:《关于与斯大林会谈情况给毛泽东和中央的电报》(1952 年 10 月 26 日，30 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刘

少奇文稿》第 4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35—536 页;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
版社 1991 年版，第 408、530 页。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1953 年 1 月 13 日)，中央人民政府
法制委员会编《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53 年)，第 6 页。

《中央选举委员会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1953 年 4 月 3 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
(1953 年)，第 30 页。



可谓时间紧、任务重。
据 1953 年统计，全国共有 28 万多个乡，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但由于他们文化

水平总体较低，要在短期内理解普选的意义并积极参选，“显然需要巨大的紧张的准备工作”。① 这
里所谓的“准备工作”，宣传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在减租时期基层已建立起县、区级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农民代表大会，但这些代表的产生途径、方式和职权都与此次选举有着明显的差别。
正如一个县的内部文件所称，普选是“我国千年来空前未有的大事”。② 对于乡村民众来说，此次普
选的内容、目的和意义都属于完全陌生的概念，他们对于“当家做主”的认知并不清晰，亟待宣传工
作的展开。
由于此次普选时间紧迫、任务繁重，留给基层的宣传时间并不多，使整个过程呈现出鲜明的动

员型政治参与特征。为了在短期内最大限度地达到宣传效果，基层党政机构在进行普选宣传时，沿
用了以往运动式的动员手段。宣传，对于传统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个“舶来品”。特别是十月革命后
苏俄带来的相关宣传理论与技术，为中国共产党所习得，并作为政治动员的重要手段。新中国成立
后，中共继续沿袭革命年代的宣传技术与动员模式，并利用政治优势建立了一个组织严密的庞大宣

传系统(从最高层级的中央宣传部到最基层的宣传网)，基本实现了宣传网络全覆盖。
在此次普选宣传中，为了使普选的政策、意义家喻户晓，新政权建立的这套宣传系统发挥了重

要作用。1953 年 4 月 9 日，中宣部发出指示，考虑到此次普选尚属首次，“广大人民在这方面缺乏经
验”，要求将宣传作为整个普选运动的重要方面，在宣传效果上力求“最大限度的普遍和深入”，使
“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关于普选的宣传教育”。在宣传方式上，可利用报纸与广播电台、党的报
告员、宣传员以及夜校、民校、识字班、集市、庙会等场所，亦可利用文化馆、放映队、幻灯队、宣传队、
读报组、收音站、屋顶广播等多种形式进行普选宣传。③ 从这个指示可以看出，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
地推动民众参与到选举之中，进而完成这一重要的政治参与行为。
地方宣传部门在接到中宣部的这一指示后，立即行动起来。西南局宣传部认为，民众对于普选

“尚缺少经验”，宣传内容必须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为什么要进行选举，怎样进行选举，什么人
有选举权，什么人没有选举权，应当选举什么人，不应当选举什么人。”④所辖各省市随之制定计划，
积极推动普选宣传。四川省委宣传部在 5 月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制订全省普选宣传计划，训练宣传
队伍。据统计，该省以区为单位训练宣传员 18 万多名，并组织 34 个巡回电影放映队和 440 多个文
化馆和文化站，运用电影、黑板报、广播筒等形式进行宣传。同时，省文联组织了两批文艺工作者到
基层选举典型试办地区搜集材料，创作各种形式的通俗作品，《四川文艺》《四川大众》及《大众画
报》等报刊，从 6 月起以大量篇幅刊登宣传普选的连环画和说唱材料。其余省市亦进行了类似的宣
传活动。例如福建、甘肃、黑龙江的选举委员会或文联，汇编了各种连环画、幻灯片、评话、短剧、歌
曲、小唱等。这些措施都力图实现普选宣传的立体覆盖，进而实现中共中央的初衷，即从 6 月起“开
展一个广泛深入的普选宣传运动”。⑤ 这场针对普选的宣传，最终演变为宣传运动。
报纸是宣传的重要途径。为了宣传普选的“主人翁”意义，各地报纸对此进行了连篇累牍的宣

传报道。自 1953 年 5 月起，《新华日报》(重庆)开设《积极参加普选，选举自己认为满意的和必要
的人去管理国家事务》版面，《四川日报》开辟《贯彻普选法，开展普选工作》《普选工作简讯》专栏，
加强对普选的政策宣传以及各地普选工作的经验介绍;此外，专区一级的报纸亦对此开展大力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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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日报》1953 年 1 月 15 日，第 1 版。
《通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通知》(1953 年 6 月)，档案号:33—1—5，四川省通江县档案馆藏。
《中央宣传部关于普选宣传工作的指示》(1953 年 4 月 9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等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

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28、532 页。
《西南局宣传部关于普选宣传工作的计划》(1953 年 5 月 11 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编《宣传简讯》第 24 期，1953 年 5

月 18 日，第 2 页。
《各地积极准备开展普选宣传活动》，《人民日报》1953 年 5 月 29 日，第 1 版。



传。四川达县专区发行的《通川报》①专门设置《普选宣传材料》等专栏，介绍普选政策、目的乃至其
他地区取得的经验，并对下属各县的普选执行情况进行报道。1953 年 7 月 25 日，《通川报》登载了
一首名为《人民代表人民选》的歌曲，歌词以“人民的天，人民的地，人民的代表人民来选”为开头，
向读者宣传普选中蕴含“大家的事情大家办”即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政治意义。然而，考虑到广大
受众总体识字能力较低的现状，我们不应该高估这种通过报纸进行“主人翁”形象宣传的实际效果。
事实上，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整个普选宣传过程存在不可回避的缺陷。总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两个
方面:

第一，普选干部准备不足。此次普选宣传运动依然是以派出工作队的方式，通过他们代表国家
进入乡村社会，直接与村民见面进而推动普选的全面展开。在东北地区，普选工作队与宣传网一
起，被认定为普选宣传中“两支主要的力量”。② 由于此次普选时间紧迫，所需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
更是为数颇巨。以河北为例，1953 年该省共 3 600 万人，所需普选干部和积极分子将近 130 万。③

该省当年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干部总计为 257 199 人。④ 除去维持各级党政、企事业单位正常
运转的干部数量后，能派出参加普选的工作队干部远远无法满足需求。干部不足的现状，使一些地
方在选派普选工作队员时严重忽视质量。在广西桂林，专署调训的普选干部竟“多是编余人员，其
中还有炊事员、通讯员及汽车司机”。⑤ 普选干部数量与质量不足是此次普选及其宣传的一大缺点。
第二，普选宣传时间短促。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乡一级选举必须在 1953 年 10 月完成，而各

省市的普选宣传工作自 5 月才陆续开展。宣传仅是整个普选工程的一部分，其他如普选干部训练、
选民调查与登记、候选人讨论与提名以及选举的正式进行占据了大部分时间。据此推断，除个别地
区外，普选宣传工作的持续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月。实际上，一些地方时间更短。四川省温江县和盛
乡为该省普选试点乡之一，但宣传工作也仅进行了 14 天，工作队仅将中央颁布的文件、人民日报的
社论，“照本宣读给群众”，因此农民“对怎样选，为什么选，选什么人，多不知道或漠不关心”。⑥ 广
东乐东县(今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三个试点乡，仅两周时间即完成了从宣传到选举的整个过

程，⑦用以宣传的时间之短促可以想见。在吉林蛟河县松江村，普选工作队无视受众的文化水平，在
村口黑板报宣传普选时竟使用艺术字，以致不少村民“在黑板报前瞅一眼就走开了”，同时黑板报一
天换两次，村民们来没来得及看第一版，第二版就换上了。⑧

由于普选宣传只在极为有限的时间内展开，具有明显的临时性和突击性特征，兼之受众文化层

次总体低下，新政权进行的“主人翁”形象宣传并未完全落到实处，导致一些乡村干部民众对于此次
普选的认知十分驳杂，进而对选举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误读。

二 “选干部”:乡村民众对于《选举法》的误读

自 1949 年后，在解放军的猛烈进攻下，国民党在广大南方的各级政权迅速土崩瓦解。然而，胜
利后随之而来的是新解放区严重的干部荒，这种干部匮乏的现象在基层表现得极为明显，甚至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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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制约着新政权的运转效能。① 在乡村社会，旧有保甲长不可能为新政权所信任，因此当务之急
是尽快培养并提拔一批新式乡村精英充实基层政权。为此，50 年代初期，中共在新区乡村社会开
展了减租退押、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新三反”等诸多社会运动，大量贫雇农积极分子
在这个过程中被发现、培养乃至提拔成为乡村干部。但随着任职时间逐渐推移，作为乡村中新的权
力掌握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出现了贪污腐化、营私舞弊甚至逼死人命等严重违纪行为。②

为了整顿基层干部中存在的上述失范行为，1953 年 1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
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开始了被称为“新三反”的政治运动。与之前的“三反”
运动不同的是，此次“新三反”的主要目标是前者并未触及的县以下的基层干部群体。中共中央在
该指示中措辞严厉，明确要求借此机会对县、区、乡三级干部展开审查，并将其中“为群众所痛恨的
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③ 在中央层面的推动
下，这场“新三反”运动迅速展开。
那么，究竟如何处理此次普选和“新三反”的关系呢? 1953 年 3 月 8 日，时任中央选举委员会

主任的邓小平在中央选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将普选和“新三反”结合起来是选举的重
要目标之一，通过后者“把坏分子、违法乱纪分子和犯有严重的命令主义错误而为人民群众所极不
满意的分子，从各种基层组织的工作岗位上剔除出去，把人民群众所爱戴的联系群众的人选出

来”。④ 根据邓的讲话精神，中央选举委员会通过《人民日报》头版显要位置发布指示，再次对基层
普选和“新三反”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行了重申。⑤ 在这种背景下，普选宣传进入乡村社会伊始，受众
即将普选与干部联系起来，将《选举法》误读为“选干部法”，即普选就是“主人翁”们重新选干部。
这种看法当时在乡村成员中表现得十分普遍。
除少数乡干部以外，乡村干部主要由村、组干部构成，他们都是处于不脱产或者半脱产状态的

农民，且大都是经过征粮、减租退押、土改等运动的考察与训练而成长起来的。由于工作任务紧迫，
兼之自我约束能力较弱，他们在任职过程中难免出现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习气和多吃多占、中饱私
囊等贪污腐化行为，一些干部与民众的关系并不和谐甚至较为紧张。因宣传工作存在明显的临时
性和突击性特征，《选举法》以及普选的真实内容及其目的并不能迅速为乡村民众所准确理解。因
此，《选举法》进入乡村社会后，即因其“选举”二字被广泛误读为一次新的乡村干部轮替。乡村民
众基于各自的立场与利益，对于普选中的“主人翁”一词的理解既有共同之处，又存在明显差异。

1. 乡村干部:“想选举”、“怕选举”
在乡村干部方面，“想选举”体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于“换干部”的期待心理。新中国成立初

期乡村政权建设伊始，在机构设置、职权划分的规范化、制度化方面相对不足，机构众多、职能重叠
的现象在乡村十分普遍，导致乡村干部工作中存在“五多”现象(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
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据 1952 年底西北局对咸阳、兴平两县的调查，“五多”现象在基层
干部尤其是乡村干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个乡的乡级组织达 30 种之多，支部下属 8 种组织;村一
级内除村长、农会主任、居民组长外，还设立治安、卫生、优抚、保险、储蓄、护林等组长，共计 23 种，
此外还有很多临时性组织。机构多导致干部兼职多，咸阳县丰胜乡模范互助组长鲁桂兰，自 1950
年起先后担任村、乡、县等各级职务 17 种;兼职多导致会议多，她“每月平均误工十天以上”。在
1952 年八九月间的一个月内，她在县上参加 5 个大会达 22 天之多。由于频繁参加会议耽误家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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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引起家人强烈不满，她亦“因开会过多，曾哭鼻子，不敢回家”。①

鲁桂兰的情况是当时乡村干部群体状态的缩影。这种情况严重制约着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进
而产生退出心理，希望自己趁此次“换干部”之机卸去职务。在福建闽侯专区，不少乡村干部认为
“普选是大换班”，见普选工作队下乡，以为是“来换干部了”，表示“换换也不错”。② 四川通江县有
的村主任说:“工作应该一家搞几天(方言，即村民轮流当干部———引者)，毛主席又没有(只)给我
一个人分田。”③江苏江宁县一些乡村干部甚至公开称:“死也不当干部，谁要选我就同他算账。”④盐
仓县的乡村干部认为自己当干部是“三面受气”，“工作干不好受上级批评，生产搞不好受家庭责
骂，作风不好群众有意见”，因此“这次普选中如被选掉，也无所谓”。⑤ 这种退出心理的产生，与他
们当时较为繁重的工作任务有着直接关系。但作为新的乡村精英，在经过由村庄政治边缘人到权
力掌握者的角色转换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于担任乡村干部仍然较为期待，因此真正希望自己在此

次普选中下台的人并不会占多数。⑥

“怕选举”则是他们中不少人对于“换干部”的恐慌心理。由于一些干部在工作中存在强迫命
令、贪污腐化的行为，担心在普选中被清算。尽管他们并未卷入此前的“三反”运动，但县区干部群
体在该运动中受到的冲击，已令作为旁观者的他们忧心忡忡。特别是在北方老区，乡村干部都是经
过土改整党后上台的，亲眼目睹了前任被斗争并撤换的场景，对于此次普选更是感到压力倍增。对
普选就是“整干部”的顾虑，使他们对于普选的态度显得较为消极。⑦ 与此同时，普选工作队的一些
做法，也使他们印证了这种推测。
派出工作队是中共在根据地时期即经常运用的基层治理手段。在此次普选中，这种做法仍然

是推动民众参与政治的重要方式。普选运动开展后，由于一些工作队对于运动的主旨及目的认识
不明，亦认为普选与换干部密切相关，“跌下去换新的”，⑧进而采取撇开乡村干部独自上阵的做法。
在辽西梨树县西泉眼岭村，普选工作队到达后，乡村干部较为紧张，“民政委员整天在家，不敢与工
作组接近”，而“其他的委员也因为摸不着普选的头绪，一天连影子也不见”。工作队自行制定普选
工作计划，且不征求村干部的意见，还强调“有事再找你，没事不用来”，以致工作进行了七八天，工
作队连该村干部的数量都还搞不清楚。⑨ 川北开江县某乡乡长曾当过土匪，工作队抵达该乡后不是
依靠干部宣传普选，而是连续三天“收(集)乡长过去当土匪(的)材料”，使该乡长背上了沉重的心
理包袱，“两天未吃饭”。瑏瑠 针对这种现象，工作队不仅不予以排解，反而称:“要让他多背几天(心理
包袱)”，引起了乡村干部对于工作队的不满。一些村干部反映:“想来和你们谈谈吧，又怕你们谈
我们的问题，不来吧，好像没事做。”瑏瑡工作队的上述做法，客观上加剧了乡村干部的紧张情绪。
一些地方性报纸在宣传过程中，出现普选与干部清洗结合的表述，亦对“换干部”的传言予以

“证实”。《通川报》在动员选民参选的同时，号召大家通过选举将那些违法乱纪的干部“剔出去”。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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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1949—1957)》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10—114 页。

《闽侯专区很多干部和人民代表对普选存在不正确看法》，新华社编《内部参考》第 128 号，1953 年 6 月 1 日，第 101 页。
《通江县第一期普选第一阶段工作总结报告》(1953 年 7 月 28 日)，档案号:33—1—27，四川省通江县档案馆藏。
《江苏江宁县群众和干部对普选的看法》，新华社编《内部参考》第 136 号，1953 年 6 月 16 日，第 2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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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委机关报在宣传普选时使用这类尖锐的词句，无疑会加剧该专区乡村干部的逃避与悲观情绪。
该专区下属的通江县白庙乡，干部们对于普选主要有三怕:怕三反，怕斗争，怕报复。当普选工作队
到来后，该乡一村主任听到消息即离家前往陕西汉中做生意，还说“我走了看他们去选哪个”;有些
村干部更是悲观:“现在工作，不办也不好，办也不好，起来迟了得罪公婆，起来早了得罪丈夫，这次
横顺要戴一些帽子。”①该县何家乡七村村主任邹培德在普选之初，同样以为要“撤换干部斗争干
部”，故心里十分委屈:“变了牛还要遭雷打!”②江苏盐仓县的村干部则以为此次普选是“三反”运动
的延续，一个村主任说:“‘三反’挨不着，普选要反到头上来了。”③可见，乡村干部将普选中的“主人
翁”理解为发动乡民斗争干部，这种对于“换干部”的恐慌心理，在当时的乡村干部中占大多数。

2. 普通村民:“想选举”“怕选举”和“漠不关心”
普通村民除了“想选举”和“怕选举”外，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普选持漠不关心的态度。一些村民

之所以“想选举”，是期待通过普选这种“选干部”的新形式，利用“主人翁”的身份斗争并撤换干部。
部分乡村干部，尤其是村干部，或是由于工作任务繁多，或是自身约束不够，产生了强迫命令、贪污
中饱等不法行为，引起了乡村民众的不满。出于对选举法就是“选干部法”的误读，一些村民认为这
又是一次撤换干部的机会，进而对普选产生了不切实际的预期。在福建闽侯专区龙江乡，一些村民
指着村干部说:“等普选时和你们算账。”④不仅如此，一些乡村边缘群体(例如被管制地主等)，亦存
在利用“选干部”打击村干部的想法。四川什邡县银丰乡一个地主以为“普选来了，这下该报仇
了”，还有人表示“人民政府是宽大政策，村上却把我们管得那么紧，普选啦，看吧! 总要整掉几个
(指村干部)下来”。⑤ 上述言论，体现了他们对于撤换干部的期待。
其次是“怕选举”。出于“换干部”的认识，不少村民担心自己若表现积极，可能会被推选为干

部，耽误农活进而影响家庭。在四川温江县和盛乡，一些村民在讨论普选时，私下议论“少说别人的
话(即少提干部的意见)，二天(方言，即以后———引者)叫自己干了还是恼火”，即担心现在的干部
被撤换后，自己会被选上台。大家坚持认为:“现在的干部大都是四大运动或土改时方才选出来的，
何必又选。”总之，他们“都不愿意被选成代表，怕当干部”。⑥

第三是对选举漠不关心。由于一些村民认为选举法就是“选干部法”，对于谁当选为干部并不
在意。据东北局宣传部调查，一些农民认为“普选是换干部，和我无关”。⑦ 四川内江工农乡一农民
说:“选来选去就是共产党员当大干部，青年团员当小干部，没有我们的事。”⑧长寿县葛兰乡是四川
省普选试点乡之一，不少农民对于“选干部”比较冷淡，认为“选来选去还不是那几个人”。⑨ 在川北
通江县，农民亦对普选表示无所谓，说:“你们选了就是”，瑏瑠“管他普选不普选，横竖都是那几个
人”。瑏瑡 除了对谁当选为干部漠不关心外，还有些人甚至担心参加选举会因此得罪村干部，“怕脱产
干部走后，村干报复”，有的人认为“交往一人难上难，得罪一人一句话”，“过去的就算了吧”。瑏瑢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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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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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通江县第二区普选第一步工作总结》(1953 年 7 月 18 日)，档案号:33—1—27，四川省通江县档案馆藏。
《普选是否“大换班”，请来问我邹培德》，《通川报》1953 年 8 月 16 日，第 3 版。
《江苏省松江专区各县普选试验乡如何发动和依靠基层干部进行工作的》，《人民日报》1953 年 8 月 9 日，第 3 版。
《闽侯专区很多干部和人民代表对普选存在不正确看法》，新华社编《内部参考》第 128 号，1953 年 6 月 1 日，第 101 页。
《四川什邡县基层选举中发现地主威胁和拉拢干部》，新华社编《内部参考》第 177 号，1953 年 7 月 31 日，第 445—446 页。
《温江县和盛乡普选试点宣传两周后多数群众对普选仍漠不关心》，新华社编《内部参考》第 115 号，1953 年 5 月 22 日，第

327 页。
《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召开座谈会交流基层普选宣传经验》，《人民日报》1953 年 11 月 3 日，第 3 版。
《四川各普选试办乡农忙时节搞普选很有意见》，新华社编《内部参考》第 145 号，1953 年 6 月 26 日，第 444 页。
《四川长寿县葛兰乡普选试验工作总结》(1953 年 6 月)，西南局农村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印《农村工作通报》(29)，1953

年 7 月 10 日，第 3 页。
《通江县何家乡普选试点工作总结报告》(1953 年 7 月 11 日)，档案号:33—1—27，四川省通江县档案馆藏。
《通江县第一期普选第一阶段工作总结报告》(1953 年 7 月 28 日)，档案号:33—1—27，四川省通江县档案馆藏。
《达县专署关于选举试点工作总结会议上检讨的几个问题的意见》(1953 年 7 月 11 日)，档案号:19—1—110，四川省达州

市档案馆藏。



见，对于普选的认识偏差，是他们在普选之初置身事外的重要因素。
通过上述内容可知，在普选之初，不少乡村干部和普通民众出于对“主人翁”地位及其职能的粗

疏认知，将《选举法》误读为“选干部法”，并由此产生了或态度。1953 年的《选举法》承载着新政权
对于扩大乡村政治参与并构建国家意识的主观期待。作为一种外来的政治参与方式，尽管普选在
开始前夕被大力宣传，但在进入乡村社会之初仍为乡村民众所误读，将“主人翁”权利狭隘地理解为
重选干部。随着普选宣传工作的逐步深入，乡村民众对于普选中的“当家做主”才有了更为真实的
理解，从而纠正普选就是“选干部”的认识偏差。

1953 年基层普选之时南方新区的土改刚结束，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的佃农、雇农获得了自己的
土地。获得土地固然可喜，但随之而来的农业税亦不会使他们感到轻松。根据中央选举委员会的
安排，基层选举基本都在五六月进行，该时段恰为农忙时节，在新区局部地区甚至出现了旱灾，作为

一个理性农民，救灾与生产较之普选自然更为重要。然而，作为一项由上而下全面铺开的政治运
动，普选代表新政权对乡村民众展开的一次国家意识构建工程，具有不可逆和不可避的双重特征。
那么，面对普选，乡村民众(包括干部)又会做出怎样的行为选择?

三 “生产”还是“普选”:乡村民众的行为选择与国家意识构建

艾森斯塔得曾指出，农民通常是“最为消极、最无精致目标、最少组织性的阶层”，对参与政治较
为冷漠是其主要特征。① 在中共控制下的乡村社会，农民参与政治并非权利意识觉醒的结果，而是
工作队与基层干部通过“诉苦”、分配果实等方式推动所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农民
形成了自己的国家观念，但该观念是建立在土改基础之上的，这就意味着当土改结束和土地再次私

有化之时，这种国家观念必然会受到影响并直接表现在土改后农民参加农村政治活动的态度上。
正如邓小平对于动员农民参加土改前所评价的:“叫他拿钱就高兴，否则他还会反对我们的。”②与国
家意识不同的是，农民在土改过程中形成的国家观念更多地体现在土改过程中的划分成分、诉苦、
果实分配上，而他们在基层政权生成过程中的缺位，导致其国家意识无法随着土改的完成而确立。
普选是乡村政治参与进一步扩大的直接体现。按照常理，农民通过参加普选，行使主人翁的权

利，选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即所谓“赋予了广大人民群众以基本政治权利，增强了大众政治参与意
识”，自然会使他们踊跃参与其中，进而使基层普选得以顺利完成。③ 这种结论往往是基于理论预
设，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却非这种预设所能解释。这就要从刚结束不久的土改说起。土地改革在
实现乡村成员“耕者有其田”目标的同时，通过向他们颁发土地证将其对于土地的私有产权固定下
来，这直接使农村陷入“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对于农民而言，在获得土地的同时，随之而来
的就是缴纳农业税的压力。
因此，土改后他们对于参加村庄政治活动的热情急速消退，其直接表现为“对于政治性的会议

开始不感兴趣以至于公开表示不满”，而村干部亦认为土改后“地主斗倒了，天下太平了，以后的任
务就是一个生产了”，不愿意再耗费过多的时间在组织与参加村庄政治事务上，尤其是参加各种会
议。官方文件将乡村民众出现的这种现象批评为“重视生产忽视政治”。④ 可见，随着土改的结束，
无论是出于获得土地的喜悦还是舒缓农业税带来的压力，农民埋头生产，精心打理自家的一亩三分

地，几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各级农民代表大会是土改期间的重要组织机构，它产生的各级农民协会更是此间乡村的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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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机构。但土改后它们在农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在苏南区交港乡，一些农民称“土改结束，
农会歇脚”，“土地分到家，农会不参加”;在交庄乡十一村农代会连续 51 天未开过会，通知参会时
代表“临时乱拉”，农民对此还不满意，认为“毛主席领导我们分了土地，是为了生产，不生产就要饿
死，不开会不要紧”;新建乡举行农代会，来的几乎都是老年人，他们称“没有事，来听听”。①

根据制度设计，各县人民代表会议是县一级具有咨询性质的重要民意机关。它因土改开始而
兴，亦因其结束而衰。以 1953 年的各县人民代表会议为例，不少农民代表已经对参加该会议失去
了积极性。在福建闽侯专区，长乐、罗源等县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缺席人数达到 30%以上;乡一级人
民代表会议则“缺席人数更多”，以致个别乡索性停开各代会，例如鳌峰乡在五个月时间内未召开一
次人民代表会议。② 川北通江县土改后举行各代会，预定代表为 350 人，但报到仅 180 人，调查后发
现原因在于不少代表以“农事忙”为由缺席。③ 对于农民而言，在土改已经结束的情况下，继续参加
这类活动不仅无利可图，反而耽误农活导致自身利益受损，他们的积极性自然大打折扣。
普选是乡村政治参与进一步扩大的直接体现，但由于普选前期的宣传工作过粗过急，导致一些

农民对于其“主人翁”意义理解较为狭隘，进而将普选误读为重选干部，不少人对此并不积极。在四
川温江县和盛乡，该乡土改时因果实分配和贷款问题在村民中存在较大争议，当工作队召集会议宣

传普选时，每次开会前“群众首先要求讨论和解决贷款问题”，在该乡第五、七村，村民甚至在开会前
先问是否讨论和分配贷款，“若不是就不来开会”，结果参会者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④ 对他们来说，
最切身的问题是合理分配土改果实和解决贷款，参加普选会议成为其向工作队讨价还价的手段。
按照中共中央的计划，基层普选的时间是 5 月至 9 月，此间正是夏种秋收的农忙时节。⑤ 农民

当下最需要的并不是选票，而是完成农忙时节的劳作任务。乡村干部中以不脱产的村、组干部为
主，农业生产亦是他们的主要任务。农民对于普选最大的顾虑就是耽误生产，因而对其抱以冷淡态
度。据四川西充、长寿等县调查，普选工作队下乡宣传普选的时间恰逢农村收割小麦和种植水稻的
农忙季节，小麦收割完毕后还要蓄水耕田进行插秧，农民此时的忙碌程度可想而知。因此，他们普
遍认为“普选倒是好，就是来的不是时候”，“现在生产忙得很，以后再搞好了”，“(普选)重要是重
要，明天栽秧，回家睡觉要紧”，“政府啥都会精打细算，这么忙的时候来搞啥普选”。⑥ 这看似农民
在面对“普选”与“生产”之间冲突时的纠结，实则体现了国家意识在乡村的构建过程中所遭遇的困
境。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是因普选和农忙冲突而起，但亦与普选工作队的工作方式密切相关。
一些工作队在下村宣传时，不顾此时正值农忙时节的客观实际，反而认为“普选为主，生产为

辅”，对于普选与生产的关系基本不提及，亦不重视利用普选下乡之机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困难，
农民抱怨“你们一天叫着普选，我们是在普选啦! 豌豆胡豆已收回来了，只有小麦在田间穗选了”。⑦

据西南行政委员会选举指导办公室调查，在四川江津县等地，普选工作队将普选作为该地首要工

作，但当地正值旱灾，“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田干旱，南瓜干得要死，高粱、包谷(即玉米)的叶子都
黄了”，农民参与普选的积极性十分低落，为了保证选民最大程度地参选，有些干部甚至认为“现在
群众比土改时还顽皮、落后，这回普选要半民主、半强迫才搞得好”，⑧进而出现强迫村民参加选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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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事件。该县一个乡在举行选举大会时，工作队干部宣布“领了选民证的非到不可;既到会的就
不准出去，由民兵把大门守着”。① 在中南区，工作队为了保证参选人数，采取层层具保的方式:工作
队要求乡干部保证选民到会，乡干部要求选民小组长保证，小组长要求选民保证到会，且“要男的保
证女的到会，要女的保证男的到会，外出的要保证找回来，残废病人要保证抬了来”。广东英德县联
合乡的干部向村民宣传，不参加选举的人是“懒汉”，“以后没东西分”，“不是自己人”。② 诸如此类
的现象，在普选过程中并不鲜见。
普选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强迫选举”，看似仅是普选与农忙之间的冲突，实则深刻反映了国家意

识构建与农民的生存道义之间存在的张力。尽管普选代表了党与国家在乡村中扩大政治参与、帮
助村民树立当家做主意识的良好的主观愿望，但作为理性小农，他有着自身逻辑判断，并以此为基

础决定是否参与村庄政治和参与的程度。在土地改革过程中，他们即根据形势判断、理性计算乃至
道德权衡最终决定积极融入土改的大潮，③所有的这些判断、计算乃至权衡，都是建立在农民的行为
逻辑表达基础之上，即以“利我”为第一原则。由于宣传时间短促，“主人翁”形象构建并不十分到
位，普选进行之初即被广泛误读，使农民并不认为参与其中会直接获得好处，反而会耽误耕种。简
言之，参加普选既无利反有碍，使他们在普选之初做出消极的行为选择。对于普选工作队而言，他
们代表国家下乡完成普选是其首要任务。那么，尽快实行普选就是其自身的理性选择。这种功利
性动机使他们在普选宣传过程中存在草率、粗糙的现象，在普选过程中，无视农村的客观实际，甚至
当农民对普选表示消极之时采取强迫命令的做法。面对普选，农民与工作队存在的行为差异，充分
体现了国家意识构建过程中遭遇农民的生存道义时出现的“水土不服”。④

根据普选之初乡村社会中出现的这种情况，中共中央随即做出调整。由于 1953 年农村出现了
较为严重的春荒，为了保证秋季收成，中共中央于 6 月 5 日向各地发出指示称“加强农业生产的指
导，成为当前各级党委和各级人民政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停止或推迟一切妨碍生产的活动，基
层普选的工作，“也必须在不妨碍农业生产的原则下去进行”，同时将原定于 10 月前完成的基层选
举推迟到 12 月底，个别省份甚至可以推迟到 1954 年 3 月。⑤ 尽管中共中央推迟了基层选举的完成
时间，但在具体执行层面，不少地方仍然存在不顾农村实际情况盲目推行普选的情况。为此，中共
中央于 8 月 12 日指示各地，明确反对那种“孤立地搞普选”的做法。⑥ 在中共中央的推动下，各地根
据自身情况，对于普选的时间与策略问题上展开了调整。⑦

与全国大部分农村类似，西南区入夏后普遍呈现旱象，“不少地区干田无法栽秧，栽下秧的田许
多已干裂，有的红薯、玉米等作物已晒枯或干死”。⑧ 四川早在 1953 年入春后即出现了严重的灾荒，
受灾县达到半数以上。2 月 25 日，四川省政府发出救灾的紧急指示，要求各地立即采取措施加紧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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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行政委员会指导选举办公室关于普选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的通报》(1953 年 7 月 27 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
编《西南政报》第 33 期，1953 年 8 月，第 14 页。

《中南区基层选举中的偏向》，新华社编《内部参考》第 242 号，1953 年 10 月 16 日，第 177 页。
土改过程中贫雇农、中农做出的行为选择分析，参见李里峰:《“运动”中的理性人———华北土改期间各阶层的形势判断和

行为选择》，《近代史研究》2008 年第 1 期。
斯科特(J. C. Scott)在研究了东南亚个体小农的生产经营后发现，“安全第一”的原则是农民在制定生产计划的首要原则，因

为“生存安全比高平均收入更优先”，农民不敢冒险运用先进技术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他认为，这种强调生存优先的原则即是农民
“生存道义”的重要体现。参见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译，译林出版社 2001年版，第 36页。

《中共中央关于推迟基层选举时间的决定》(1953 年 6 月 5 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 年 10 月至
1966 年 5 月)》第 12 册，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41—242 页。

《中共中央转达吉林省委关于在基层普选试点中结合生产做好普选的经验报告》(1953 年 8 月 12 日)，中央档案馆等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 年 10 月至 1966 年 5 月)》第 13 册，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53 页。

例如西南区就对芦山县单纯选举，而未解决民众生产存在的迫切困难行为进行了批评。《西南行政委员会指导选举办公
室关于芦山县选举委员会纠正部分乡、镇孤立进行普选的偏向的通报》(1953 年 7 月 21 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编《西南政报》
第 33 期，1953 年 8 月，第 12 页。

《西南区各地农民进行抗旱保苗工作获成绩》，《人民日报》1953 年 7 月 1 日，第 2 版。



灾，针对那些春荒较严重的县、区、乡，“以生产救灾为中心，集中全力进行”。① 但在救灾的同时，各
县必须完成中共中央规定的基层普选任务。为了处理好普选与生产的关系，5 月 24 日，西南局就基
层选举指示四川省委:“如果普选妨碍了群众生产与天灾作斗争，不难想象，这样的结果不仅会破坏
生产而且普选也势难完成。”②7 月 26 日，四川省选举委员会明确要求要以生产为“农村工作中压倒
一切的中心任务”，并将基层选举与生产密切结合。③

为此，西南选举委员会向全区介绍了四川普选试点的工作经验，那就是工作队从领导生产入

手，“深入田间，院落，帮助农民进行生产，解决农民生产上的困难”，在这个过程中进行普选的各种
工作。④ 在对普选宣传补课时，工作队“利用晚间及农民生产空隙，并深入田间、深入群众中进行工
作”，做到“生产与选举两不误”。⑤ 例如在川北通江县，工作队及时调整原来只管普选，不顾生产的
偏向，“普选是中心，生产是中心任务的中心”，进而将普选与生产结合起来。在该县毛浴乡，工作队
了解到该乡目前正在除虫保苗后，即向村民学习生产知识并提出有效办法，并在这个过程中向农民

宣传普选政策。这种契合乡村实际情况的做法，很快得到了农民的认可。一个农民说“毛主席真
好，又领导我们搞好生产，又教育我们当家作主人，二天(方言，即改天)开会(指普选———引者)我
们要早些来”;石桥乡普选工作队干部孔祥林，深入互助组，与农民一起成功研发了杀灭棉虫的方
法，使他们参加普选的积极性大为提高。⑥ 这种工作方式的调整，使国家意识构建与农民的生存道
义实现对接，农民参与其中的积极性大为提高，为普选的顺利完成奠定了基础。
工作队和乡村民众做出的行为调整，体现了国家意识构建与后者行为逻辑之间张力的舒缓。

普选固然是国家意识构建的重要手段，但提高粮食产量消灭收支赤字，⑦关乎国家稳定与发展，其较

之普选更为重要，因此需要及时调整普选工作的方式方法。这体现了国家的理性行为逻辑。对于
乡村民众来说，他们的当务之急是抓住时节进行生产，因此在普选之初持冷淡态度，但随着工作队

转换思路，开始与他们共同解决生产问题之后，他们开始重视普选并积极投入其中，伴随其间的仍

然是判断、计算与权衡。工作队调整工作方式的行为，充分体现了通过普选扩大农民政治参与的国
家主导特征。

结 语

选举这种特殊的政治参与形式起源于西方，自近代以来传入中国并成为政治意见表达的重要

手段。尽管中共在根据地时期曾推行过选举(例如抗战时期的村选)，但无论在范围还是影响方面，
都无法与此次普选相提并论。普选对于广大新解放区乡村民众来说属于全新的事物。中共以动员
型政党而著称，之所以能够战胜国民党，主要原因即在于“他们具备有相当的能力，渗透到了广大农
村社区，取代了士绅残余势力，发动农民以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参与运动”。⑧ 简言之，中共
借助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减租减息，通过诉苦(情感动员)和分配果实(利益供给)等方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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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民政府发出生产救灾紧急指示》(1953 年 2 月 25 日)，《通川报》1953 年 3 月 4 日，第 1 版。
《西南局对四川省委关于基层选举工作指示的批示》(1953 年 5 月 24 日)，档案号:19—1—110，四川省达州市档案馆藏。
《四川省选举委员会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补充指示》，《通川报》1953 年 7 月 16 日，第 1 版。
《四川省普选试点工作取得发动群众的初步经验》(1952 年 6 月 26 日)，西南局农村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农村工作通

报》(23)，1953 年 6 月 26 日，第 1 页。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选举工作的报告》(1953 年 9 月 29 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编《西南政报》第 37 期，1953 年 12

月，第 6 页。
《通江县第一期普选第一阶段工作总结报告》(1953 年 7 月 28 日)，档案号:33—1—27，四川省通江县档案馆藏。
据统计，1952 年 7 月 1 日至 1953 年 6 月 30 日，全国收入粮食 547 亿斤，比上年度增加 8. 9%，但支出高达 587 亿斤，比上

年度增加 31. 6%，赤字达 40 亿斤之多。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传(1904—1974)》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950 页。

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5页。



了农民的国家观念。与通过普选构建的国家意识不同，这种国家观念是建立在土改基础之上的，并
随着土改的结束而出现变化。土改后农民对参与村庄政治活动一度表现消极，即是一个例证。
尽管普选之初宣传工作存在诸多问题，乡村民众一度对《选举法》产生误读，普选与农忙时节严

重冲突，但随着普选工作队方式方法的深化与细化，绝大多数选民纠正了既有偏差，并积极投身到

普选运动中来，国家意识也在这个过程中顺利地得以构建。土改是通过财产再分配的方式取得农
民的认同，进而帮助后者形成国家观念。普选与此迥然不同，它是通过发动农民参加投票，大大提
高了他们对于政权的参与感与认同感，构建了一种较之国家观念更为深刻的国家意识。较之城市
普选，农村普选还和当时的“新三反”结合在一起成为整训乡村干部的重要方式。由于不少乡村干
部工作方式简单粗暴，导致干群关系紧张。在普选工作队的调解下，除极少数被开除出干部队伍
外，绝大多数干部均承认了错误，缓和了与民众的紧张关系进而当选为代表。
普选后新成立的乡政府效率大为提高，以川北通江县何家乡为例，该乡在普选前正副乡长意见

分歧，“互不照顾，各搞一套”，但普选运动中他们都检讨了缺点并顺利当选为乡代表。在处理该乡
十村和十一村之间闹了十多年的塘堰引水纠纷时，此次干部与民众合力，两村各自选出代表共同管

理，“订出放水制度”，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① 这个现象就是官方媒体所说的，“经过普选运动，
过去因干群关系不协调，工作推不动的乡村的面貌，已有显著变化”，“干部关心群众疾苦的生动事
例不断涌现”。② 这也是普选带给乡村民众最直接的观感。
此外，普选使土改“划成分”的阶级隔离功能进一步强化。《选举法》明确规定:“依法尚未改变

成分的地主阶级分子”“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者”这三
类人是没有选举权的。③ 然而正是由于这部分人的存在，使其他乡村民众产生了明显的心理优势。
是否拥有选举权，成为个人在乡村社会中政治地位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拥有选举权的乡村
成员，自然会对选举格外珍视。例如在江苏，一些农民在充分认识到了普选的重要意义后表示:“选
干部就像开汽车，开的好到社会主义，开的不好下泥塘。普选搞好了，生产更有了保证。”因此，他们
很珍惜选民证，“百分之九十的人家都把选民证和土地证一道放在箱子里”，并将其称为“光荣
证”。④ 经过宣传动员，西南区的广大选民均行使了自己的公民权利，投票的选民一般达到百分之九
十以上。通过选举代表，乡村民众第一次体会到了“主人翁”的情感认知，“当家做主”的感觉更为
强烈，由此自然会产生强烈的国家认同与国家意识。与此同时，新政权亦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普选
中的国家意识构建工程。
需要说明的是，此次普选并非以培养乡村民众的政治权利意识为目的，而是借此构建并强化这

种以新政权向心力为主要特征的国家意识。这种国家主导下的“当家做主”与“主人翁”形象的塑
造，和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选举存在显著差别。而普选过程中呈现的急于求成心理，生动地说明了
此次政治权利意识启蒙的“理性缺位”特征。⑤ 中国要完全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仍然
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面上资助项目( 编号: 2017M612952)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
青年学术团队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感谢《史林》编委会和刘亚娟博士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文责自负〕

( 责任编辑:林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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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选后的何家乡》，《通川报》1953 年 8 月 25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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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行动上总追求着一举成功。这就是“理性缺位”。参见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217 页。



strengthening social control and resource extraction was formed during wartime． As a result，the mentality
of warlike governance accelerated“State involution”．

Creating“Master of the Country”: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Views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Elections in Ｒural PＲC ( 1953-1954) HE Zhi-ming，ZHANG Xiu-mei
The National Elections was quite an event in the political life of rural society in 1953，the new regime
hoped to shape the image of“Master of the Country”for the masses of the rural area by the Elections，
which were implemented together with the“New movement against three evils”in rural area different from
the cities． There we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mporality and urgency in the period of prearrangement be-
cause of the lack of the time and cadres，many people had misread the Electoral Law into“Electoral Law
for Cadres ”． The masses were busy in farming seasons while the National Elections so that they had been
face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election and production． The work teams of election adjusted the way to
solve it，which had reflected obvious state -dominated characteristic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ng“Master of
the Country”．

Theramenes and Athenian Politics in Late 5th Century B． C． CHEN Chao
It has long been believed that political parties were the main form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n late 5th cen-
tury B． C． Athens，politicians divided themselves into two or three political parties which had both stable
structure and long-standing ideology． But this theory does not work on Theramenes，who kept jumping
from one side to another． What's more，a close study of his political life shows that there were no stable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modern sense in late 5th century Athens，Athenian politicians combined to influ-
ence politics through small clubs“hetaireiai”，which were built on the basis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personal interests． The main purpose of hetaireiai was to solve the political and judicial problems of their
members，and the nature of hetaireiai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political parties．

Polyphony and Hidden Narration: Speeches in Florentine Humanist Historiography
YANG Sheng-xiang

Speech was an crucial narrative technique that humanist historians inherited from classic historiography，
with similar external forms，Florentine humanist historiography developed three kinds of unprecedented
polyphonic narrative functions for its own sake． Speeches delivered by characters of the History of the Pel-
oponnesian War always kept consistent with Thucydides's subjective judgments narrated in third person
view，while many speeches in Florentine humanist historiography deliberately served as parallel voices be-
sides historians’ostensible statements． The phenomenon of multi-sounds may result from specific context
of humanist historiography，since Florentine humanist historical works frequently submitted to political in-
terference in surface，thus polyphonic writing as a measure of expediency for speaking truth underground
should be definitely indispensable．

The Mystery of State-building in Early America: Western Territories under Ｒepublican Tutelage
Ｒegime XU Yang
With the research on American State boomed in the 1980s，the new generation of American scholars began
to focus on the topic of state-building in early America． However，neither the myth of the weak American
state nor the state-centered studies could fully manifest the crucial question since they still confined them-
selves to the European theories． Actually，the western territories experienced the tutelage and self-govern-
ance in different political stages，which challenges both the state-centered theory and the society-centered
theory． Meanwhile，it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s to reexamine the history of state-building in early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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